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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与亲贫性研究∗
∗

焦音学　 黄群慧

内容提要：近些年数字经济成为带动高质量增长的引擎，根据新发展理念，增长成果

必须为全体国民共享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均衡发展是该过程的前提条件，为
此有必要结合传统方法和亲贫性分析方法进行全方位考察。 本文通过测算数字经济指

数，运用融合增长发生曲线、ＦＧＴ 指数等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当前实现了低质量的数字经

济均衡发展，拥有庞大的中间群体，但高发展水平城市与普通城市之间差距过大。 长三

角及其周边区域是均衡发展的基本盘，京津冀、珠三角、西南和西北四个区域则内部差距

明显。 过去发展的失衡主要源于增长不均，但历史经验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亲贫性

能够持续，只是伴随 ２０１９ 年步入调整期，恢复亲贫发展与高质量均衡成为叠加目标。 鉴

于此，未来需要通过完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帮扶和交流、提高中小城市抗外

部风险能力和加速科技创新等措施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从而推动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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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１５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思想基石。 作为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全新经济形态，中国数字经济自

１９９４ 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从无到有，在多年的发展壮大后，已然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的先驱力量，以及带动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 根据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的
统计，２０２１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为 ４５. ５ 万亿元，ＧＤＰ 占比达到 ３９. ７８％ ，较 ２０１１ 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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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４８％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约 ４. ２ 万亿元，ＧＤＰ 占比年均扩大近 ２％ ，
位居全球前列。 但是，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数字经

济带来的高质量增长成果必须能够为全体人民共享，才能够真正建成高质量发展。 要完成这一

目标，必须保证数字经济的增长覆盖全部地区，即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都能有所发展，彼此间差

距没有进一步扩大。 所以，尽管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显著，我们却依然有必要探究：
（１）中国地区之间数字经济是否实现均衡发展？ （２）当前还面临哪些问题？ （３）均衡态势在长期

中又能否保持？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全面分析中国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泰尔指数等传统方法虽然可以

评估当前均衡发展水平，但若要进一步探索其中的传导机制和持续性，还需要一个更为合适的切

入视角。 亲贫性分析是研究减贫问题的一项重要方法，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用于评价经济增

长是否有利于缓解贫困。 一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贫困的削减，而随着地位的提升，以及在分

配政策制定等领域中的应用，数字经济正成为决定地区间整体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 因此，数字

经济发展失衡便意味着发展落后地区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贫困群体，这与经济增长领域的减贫

问题一脉相承，可以通过亲贫性分析方法完成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传导机制、持续性等问题的深

入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中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这一核心议题，结合传统方法和亲贫性分析，以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的测算结果为基础，全方位完成对中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研究。 相应的

创新之处有以下三方面。 （１）视角的创新。 从新发展理念出发，以之为基础完成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评价与发展均衡的分析，以小见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２）内容的创新。 将经济

增长评价领域的增长发生曲线和 ＦＧＴ 指数方法向数字经济领域延伸，完成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均

衡性的探究。 （３）方法的创新。 构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将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研究由省内

维度向城市维度深化。

二、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问题早有关注，但主要是关于“数字鸿沟”的讨论，以为数字

经济高速发展给予风险警示。 而亲贫性作为减贫问题的核心内容，早在数字经济兴起之前便已为

各方关注讨论。 本部分将梳理这些内容，辅助论证本次研究的意义。
（一）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先行者，美国于 １９９５ 年最早提出“数字鸿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的概念（胡
鞍钢等，２０１６），之后有国际学者将其定义为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时存在的机会不平等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２００２），并指出其会进一步向互联网使用机会的不平等演变（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等，２００４）。 在这中

间，接入机会的不平等主要是连接互联网与未连接互联网人群的差异，起源于数字基础设施供给

的差距（Ｖａｎ Ｄｉｊｋ，２００５）；互联网使用机会的不平等则是各个社会群体在互联网普及后产生的数字

技术使用能力的差异（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 和 Ｖａｎ Ｄｉｊｋ，２０１４）。 同期国内学者胡鞍钢和周绍杰（２００２ａ）指
出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知识发展能力等因素对国家的互联网普及意义重大，且中国同时面临国家、
地区和城乡三个层面的差距，缩小“数字鸿沟”势在必行（胡鞍钢、周绍杰，２００２ｂ）。 汪明峰（２００５）
接着提出中国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大型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 很快，国内外学者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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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投向获益机会的不平等，即接入机会的不平等和互联网使用机会的不平等之外的第三级“数
字鸿沟”。 Ｒａｇｎｅｄｄａ（２０１７）认为第三级“数字鸿沟”主要是在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过程中，所获得

的经济收益、福利水平等利益上的差距。 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 和 Ｈｅｌｓｐｅｒ（２０１５）指出互联网的普及更容易

让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群获益，进而导致现实中高 － 低社会地位人群收益差距的拉大。 李怡和柯杰

升（２０２１）发现数字技术的普及有助于提高农民整体的收入，但其中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

群体更能够获益，于是反向扩大了农民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在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后，“数字鸿沟”向“数字红利”的转化成为学界新的研究方向。

世界银行在 ２０１６ 年提出“数字红利”即互联网应用带来的发展效益，数字技术通过促进创新、提高

效率和扩大包容性产生“数字红利”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６）。 世界银行的观点得到国内外的多方支

持，Ｇａｌｉｎｄｏ⁃Ｍａｒｔíｎ 等（２０１９）发现数字技术转型升级带来的“数字红利”促进了欧洲国家的创业活

动，并带来市场竞争、增长和就业等多方面的提升，但也可能产生加剧企业垄断、扩大工资差距等

问题。 胡鞍钢等（２０１６）也指出有为政府和有为市场是中国缩小“数字鸿沟”、收获“数字红利”的
主要原因。 邱泽奇等（２０１６）则提出接入鸿沟的缩小使人们能够把现实资产通过互联网转化为

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但也因此产生互联网红利差异。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开始对数字经济

发展的均衡性进行考察。 韩兆安等（２０２１）发现中国省内数字经济增加值集中于生产阶段，东部

和中部地区的分化问题更为严重。 潘为华等（２０２１）发现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东
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发展速度表现为“中部 ＞ 西部 ＞ 东北 ＞ 东部”，空间差异明显，但正在

缩小。
（二）亲贫性增长

早期的“涓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自发地从富裕群体流向贫困群体，天然具有亲

贫性。 该理论虽开了亲贫性研究的先河，但后续研究陆续证明贫困减少还涉及收入分配等多方面

因素，经济增长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 Ｃｈｅｎｅｒｙ（１９７４）在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中提出更侧重于贫困

人群的增长再分配模型（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ｔｈ， ＲＷＧ）及对应指标“贫困加权指数”，成为“亲贫

式增长”（Ｐｏｒ⁃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的理论雏形。 围绕这一概念，学界陆续提出 ＦＧＴ 指数（Ｆｏｓｔｅｒ 等，１９８４）、
增长发生曲线（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３）及非货币增长发生曲线（Ｇｒｏｓｓｅ 等，２００８）等方法，将其广泛

应用于评价经济增长。 国际上，Ｋｒａａｙ（２００６）指出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差异大部

分来自平均收入的增长，后者也是影响社会福利变化的主要因素（Ｄｏｌｌａｒ 等，２０１５）。 而 Ｓｏｎ 和

Ｋａｋｗａｎｉ（２００８）发现低通货膨胀显著有利于亲贫式增长。 同期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亲贫

性进行研究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经济增长呈弱相对亲贫，且通货膨胀削弱了其亲贫式影响

（张克中、冯俊诚，２０１０）。 扩大时间范围后，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年中国整体经济增长依然能够保持亲贫

性，只是农村地区亲贫性欠佳（程振源、剑玉阳，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经济增长则主要为弱亲

贫，但同时实现了包容性增长（黎蔺娴、边恕，２０２１）。 此外，近些年亲贫性分析也在向细分领域延

伸，如 Ｋｌａｓｅｎ 和 Ｒｅｉｍｅｒ（２０１７）将增长发生曲线引入农业领域，发现卢旺达低劳动、土地生产率群体

相对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速。 Ｈａｎ 等（２０２２）发现电力和灌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农村贫

困群体的收入提升，进而提高农村经济增长的亲贫性。 卢盛峰等（２０１５）利用 ＦＧＴ 指数发现中国多

数税种的贫困指数在下降，税收的亲贫性和再分配功能向好发展。
（三）文献评述

现有文献显示，首先，在数字经济发展伊始，国内外学者便已经意识到当中潜在的发展失衡问

题，围绕“数字鸿沟”及衍生的“数字红利”问题形成多项成果，也点明研究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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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同时，近些年部分学者才开始通过量化指标评价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差距，然而只是作为

对整体发展考察的附属内容。 可见，这一领域尚存空白，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亲贫性分析

也已经在经济增长领域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形成体系并向农业、税收等领域延伸。 显然，这表明数

字经济将是亲贫性分析的潜在领域，两大领域应当予以融合。

三、 数字经济指数测度与评价

伴随科技进步，数字经济的概念正不断更新，国家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予的

定义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

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本部分将参照这一标准完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 ２８０ 个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一）评价指标选取

当前已有多方针对数字经济提出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 考虑随着规模的壮大，数字经济的内

容也在不断丰富，对比各方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自 ２０１５ 年起连续多年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白皮书》，设计了一套动态更新的指标体系。 参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的标准，
我们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服务与治理三个模块构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其中，
数字产业化主要为信息通信产业，属于最基础的部分；产业数字化则是传统产业对数字技术的应

用，为第一层次的延伸。 这两部分内容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标准基本一致，数字服务与治理

则是更广泛的延伸内容，尽管其概念在国际上早已出现，国内却是在数字经济趋于成熟后才兴起，
前沿机构也是近些年参与指标设计。① 这意味着受限于现实条件，时间长度和体系内容较难兼顾，
如果要在较长时间里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就必须有所取舍。 结合现实

情况，我们设定指标评价数字服务与治理，并从两个方面刻画其内容：（１）普惠金融是社会金融服

务的重要推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加速了服务普及速度，也拓宽了数字经济的边界，使之成为数

字服务的重要代表，可以采用郭峰等（２０２０）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评价；（２）除科技进步外，政
府支持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一方面，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规划的资源投

入与支持，反之政策规划也是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功能布局前瞻性的反映；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是政

府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科技创新发展决定着数字经济

能否持续繁荣，政府在财政上能够给予的支持则是影响该进程的一项决定性因素。 因此，我们采

用科技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和政策文件中数字经济相关词语出现的频率两项指标②，评估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 最后参考赵涛等（２０２０）的研究，选取对数电信业务收入、每百

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等 ９ 项子指标，完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指标构建，最终测算

２８０ 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见表 １）。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与统

计公报、各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企研数据”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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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８，２０２３

①

②

代表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１９）》中提出“数字化治理”并进行指标设计，新华三集团

（Ｈ３Ｃ）在 ２０１７ 年开始制定城市数字政府的评价指标。
数字经济词频包括数字技术、数字应用两大类，内含大数据、数字政府等 １０ 小类，包括数据挖掘、物联网、智慧城市等共

计 １２１ 个关键词，数据由数据皮皮侠团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ｐｍａｎｄａｔａ． ｃｎ）依据各市政府工作报告统计，笔者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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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归属部类 具体指标 归属部类 具体指标

数字产业化

对数电信业务收入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城镇单位

从业人员比重

每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每百人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５Ｇ 专利授权数

每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

产业数字化

数字服务

与治理

工业互联网专利授权数

对数电子商务交易额

电子商务专利授权数

普惠金融指数

科技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政策文件中数字经济相关词语出现

频率

（二）评价指标测算方法

目前对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的测算形成了多种方法，其中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因为结合了熵权法

和 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优点，被普遍应用。 我们也采用该方法测算数字经济指数，主要分四步进行。
（１）标准化处理。 参考 Ｂａｌｌｅｒ 等（２０１６）、刘军等（２０２０）的研究，采用阈值法完成标准化：ｙｉｊ ＝

６ ×
ｘ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
＋１，ｘｉｊ为正向指标

７ －６ ×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
，ｘｉｊ为负向指标

ì

î

í

ï
ïï

ï
ï

。 （２）计算信息熵 Ｅｊ ＝
－１

ｌｎ（ｎ）∑
ｎ
ｉ ＝１

ｙｉｊ
∑ｎ

ｉ ＝１ｙｉｊ
æ

è
ç

ö

ø
÷ｌｎ

ｙｉｊ
∑ｎ

ｉ ＝１ｙｉｊ
æ

è
ç

ö

ø
÷[ ]以

及权重Ｗｊ ＝
１ －Ｅｊ

∑ｍ
ｊ ＝１（１ －Ｅｊ）

，ｎ 为城市总数。 （３）构建测度指标的加权矩阵 Ｒ ＝ Ｗ ｊ × ｙ ｉｊ ＝ （ ｒｉｊ） ｍ × ｎ，并确

定单项指标的最优水平 Ｑ ＋
ｊ ＝ ｍａｘ（ ｒ１ｊ，ｒ２ｊ，…，ｒｎｊ）和最劣水平 Ｑ －

ｊ ＝ ｍｉｎ（ ｒ１ｊ，ｒ２ｊ，…，ｒｎｊ）。 （４）依据各

城市实际水平与最优水平 Ｑ ＋
ｊ 和最劣水平 Ｑ －

ｊ 之间的欧氏距离 ｄ ＋
ｉ ＝ ∑ｍ

ｊ ＝ １（Ｑ ＋
ｊ － ｒｉｊ） ２ 和 ｄ －

ｉ ＝

∑ｍ
ｊ ＝ １（Ｑ －

ｊ － ｒｉｊ） ２，得到相对接近度 Ｚ ｉ ＝
ｄ －
ｉ

ｄ －
ｉ ＋ ｄ ＋

ｉ
，即数字经济指数。 Ｚ ｉ 取值在 ０ ～ １，数值越大说

明城市 ｉ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就此可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 ２８０ 个城市的数字经济

指数。
（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受篇幅所限，我们主要从 ２８０ 个样本城市中选取第 １ ～ １０ 名、第 １３６ ～ １４５ 名和第 ２７１ ～ ２８０ 名

的城市作为代表进行分析。① 结果显示如下。
第一，分布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层次感鲜明。 （１）第 １ ～ １０ 名主要是深圳、北京、武汉等东

部一线城市和二线省会城市，第 １３６ ～ １４５ 名以中部普通城市居多，第 ２７１ ～ ２８０ 名则主要是西部和

东北的普通城市。 相对而言，第 １ ～ １０ 名和第 ２７１ ～ ２８０ 名的城市组成较为固化，前者内部的第

１ ～ ４名长期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四个一线城市间轮换，第 ５ ～ １０ 名则是杭州、重庆等省会城市

交替。 后者内部则有固原、武威等一半城市长期居于低位，另一半在不同城市间交替。 只有第

１３６ ～ １４５名的城市不断轮换，基本没有固化。 （２）第 １ ～ １０ 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的比例长期低于

３０％ ；第 ２７１ ～ ２８０ 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的比例超过 ９０％ 。 这表明现今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正

５９

① 受篇幅所限，文中未报告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结果，留存备索。



表现为“强者恒强，弱者偏弱，中间者交替”的格局，同时南方城市发展水平更高，成为当下南北差

距的缩影。 （３）第 １３６ ～ １４５ 名的城市相互差异很小，最高与最低水平的年均差距低于 ０. ００５，最为

均衡。 第 ２７１ ～ ２８０ 名的城市最高与最低水平年均差距约为 ０. ０３，高于第 １３６ ～ １４５ 名的城市，但
低于第 １ ～ １０ 名的城市。 同时，这一组城市差距也存在分化，多数时候第 ２７１ ～ ２７５ 名之间的差距

在 ０. ００５ 上下，第 ２７６ ～ ２８０ 名之间的差距则超过 ０. ０１，即最后 ５ 名的城市同其他城市已然处于不

同层级。 这一点同潘为华等（２０２１）和刘军等（２０２０）的结果对应，他们对于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测算

的结果都显示广东、北京等高水平省市与宁夏、青海等低水平省区的指标差距在 ３ 倍以上。 （４）在
目前发展格局下，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了小部分相对固化的顶端和尾端群体以及庞大且交

替的中间群体，呈现出“一线城市—二线省会城市—中间水平城市群—低水平城市群”梯度分布。
大规模的中间水平群体是发展趋于均衡的标志，但顶端与尾端群体间长期存在的较大差距也意味

着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形成“数字鸿沟”，均衡是低质的。
第二，变化趋势上，（１）第 １ ～ １０ 名城市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基本呈缓慢上升趋势，在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则两次出现下降。 其中，２０１３ 年第 １ ～ ５ 名城市的整体水平较 ２０１１ 年有所上升，第 ６ ～
１０ 名城市却出现下降，２０１５ 年则是多数城市出现新一轮上升，直至 ２０１７ 年再次下滑。 随后在

２０１９ 年，多数城市的发展水平又下降 ０. ０１ ～ ０. ０５，整体水平线已低于 ２０１１ 年。 （２）第 １３６ ～
１４５ 名城市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由于彼此水平相近，该组城市的整体水平线先是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１７３ 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１６６，其后在 ２０１５ 年回升至 ０. １６８，２０１９ 年又跌至 ０. １５１，创下新低。
（３）第 ２７１ ～ ２８０ 名的城市同样先是在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持续下降，整体水平线从 ０. ０８４ 逐步降

至 ０. ０７７，之后又在 ２０１５ 年回升至 ０. ０８１，直至 ２０１９ 年又出现下滑，降至 ０. ０７３。 总体上，这组

城市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整体水平分别提升至 ０. ０９５ 与 ０. ０８８，达到最高及次高点，而 ２０１９
年则大幅下降。 （４）三组城市的纵向对比表明中国数字经济整体水平 ２０１８ 年以前都是起伏波

动的，但在 ２０１９ 年出现下滑，高水平城市受到的影响较小，中低水平城市则受影响较大。 其中，
东北地区的城市水平下降明显，西部地区城市有所好转，这可能是受外部冲击所致，同时高水平

城市抗风险能力强，国家“精准扶贫”等工作则帮助西部城市规避了风险，东北城市却因长期的

投资乏力等问题导致风险扩大，受到较大波及。 考虑到还有不少西部城市未能进行考察，西部

城市受到的影响有可能被低估，因为潘为华等（２０２１）的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省际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 不过，中低水平城市的下滑依然是最大的问

题，必须引起注意。

四、 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分析：基于区域发展视角

前述分析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在过去 ９ 年间形成了阶梯式的分布格局，并且中间水平城市群体

的数字经济发展出现衰退。 本部分将基于这一结果初步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实现均衡及

长期中能否持续。
（一）研究方法

１． 泰尔指数

作为评估个体间差距的重要方法，泰尔指数在收入分配公平、地区发展均衡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 参考毛丰付和张帆（２０２１）的研究，从省份内、区域和全国三个维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的

泰尔指数，以完成对数字经济发展均衡的初步评估。 结合邓宗兵等（２０２０）的研究，我们采用更

６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８，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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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理的八大经济区划分区 域①，以测算区域维度泰尔指数。 具体方法为： Ｔ ｊ ＝ １
ｎ ｊ

∑ｎ ｊ

ｉ ＝ １

ｘ ｉｊ

ａｖｅ（ｘ ｊ）
× ｌｎ ｘ ｉｊ

ａｖｅ（ｘ ｊ）
æ

è
ç

ö

ø
÷[ ]。 其中 Ｔｊ 为各省份或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泰尔指数；ｉ 表示城市，ｊ 表示省

份或区域，ｎ ｊ 表示省份或区域所包含的城市数量；ｘｉｊ为省份或区域 ｊ 内城市 ｉ 的数字经济指数，ａｖｅ（ｘ ｊ）
为省份或区域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平均值。

２． 收敛性分析

作为判断考察对象未来趋势的常用方法，可继续用收敛性分析估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潜在

变化趋势，初步研判均衡发展的持续性。 结合俞峰等（２０２１）的研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完成

全国和八大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收敛性分析：

ｇ ｊｔ ＝ 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ｔ － 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ｔ －１ ＝ α ｊｔ ＋ β ｊｔ 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ｔ －１ ＋ Ｓｔ ＋ Ｓ ｊ ＋ ε ｊｔ （１）

其中，ｇ ｊｔ表示城市在 ｔ 期数字经济的增长率，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ｔ － １表示城市在 ｔ － １ 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 Ｓ 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时间层面的变化；Ｓ ｊ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层面的变化。 系

数 β ｊｔ显著为负时，表明指标存在收敛性。 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时，β ｊｔ衡量的是绝对收敛；在控制时

间固定效应的同时，若继续控制城市固定效应，β ｊｔ衡量的是条件收敛效应。 β ｊｔ显著为负时，其绝对

值越大表明收敛速度越快。
（二）实证结果分析

省内泰尔指数结果显示：②以 ０. ０５ 和 ０. １ 为界，大部分省份的泰尔指数水平处于 ０. １ 以下，低
于 ０. １ 的省份比重超过 ９０％ ，整体水平较低，即多数省份内部城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

小。 （１）河北（含北京、天津）的泰尔指数水平最高，在 ２０１２ 年最高接近 ０. １６；而未纳入北京、天津

的河北在 ２０１２ 年的水平为 ０. ０４２。 这表明河北（含北京、天津）作为现实中的京津冀地区，内部形

成了“北京—天津—河北”三级差距，北京对周边城市带动不足的问题也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显现，
使之成为整体失衡的体现之一。 （２）广东省的泰尔指数水平仅次于河北（含北京、天津），内部也存

在“深圳、广州—珠三角—其他地区”三级差距。 作为另一大经济中心，珠三角地区同周边差距过

大也存在于广东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整体失衡的另一体现。 （３）川渝地区也是数字经济发展

差距较大的地区，仅次于京津冀和广东，作为强省会的代表，这可能也是成都的扩张对周围城市带

动不足，与重庆组合在一起形成与京津冀、珠三角类似的问题，这一点也可为潘为华等（２０２１）对于

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结果所印证。 （４）陕西、宁夏等西部省区在平均值为 ０. ０５ ～ ０. １ 的

分组中占比接近 ５０％ ，并且考虑到还有部分城市未纳入，这一比重可能更高，也即西部省区是另一

片数字经济发展存有较大差距的区域。 （５）浙江、福建等东部省份在平均值小于 ０. ０５ 的组中比重

最高，其中浙江省的泰尔指数在多数年份低于 ０. ０４，山东、福建两省在多数年份则低于 ０. ０３。 江苏

省在未纳入上海时，泰尔指数普遍低于 ０. ０４，纳入上海后多数年份也在 ０. ０６ 以下。 这表明以长三

７９

①

②

（１）东北经济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２）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３）东部沿海经济区包括上海、
江苏、浙江；（４）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５）黄河中游经济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６）长江中游经济区包

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７）西南经济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８）西北经济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由于数

据缺失，未将西藏纳入研究。
由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内部各区的数字经济指数较难取得，故按照历史上的归属分别计入河北（京、津）、

江苏（沪）和四川（渝）。 青海因样本中只有西宁一市，将其并入同样只有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的新疆。 以上四个省份调整前和调

整后的结果均参与对比。 受篇幅所限，文中未报告省内泰尔指数的结果，留存备索。



角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多数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形成城市群，长三角地区也成为三大经

济中心里均衡发展最好的区域。
表 ２ 显示，超过半数区域的数值区间位于 ０. ０５ ～ ０. １，只有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两大经济区

水平低于 ０. ０５。 变化趋势上，各经济区的泰尔指数波动升降，其中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两个年份区间基本有所上升，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则多数呈下降态势，这与韩兆安等（２０２１）的结论

相似，其认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数字经济的省际差距呈下降趋势，不同的是本文的区域数字经

济发展差距更为缓和，这可能是因为其主要测算的是数字行业增加值。 在地理范围扩大至区域

后，能够看出北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和西北是四个平均水平高于 ０. ０７ 的经济区，但其泰尔指

数多数小于按省内测度时水平最高的省份，说明在这四个区域中，多数普通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彼此相近，而与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放大。 东北、东部沿海、黄河中

游和长江中游四个区域泰尔指数不高于 ０. ０７，意味着这部分区域内的城市是支撑全国数字经济

均衡发展的基本盘，其中东部沿海经济区水平最低，长江中游经济区则仅次于其和黄河中游经济

区，表明长三角地区不仅自身实现了均衡发展，也辐射周边，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区域之间数字

经济发展的联动均衡，具有示范效应。

　 　 表 ２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平均值

东北经济区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７

北部沿海经济区 ０. ０４４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２

东部沿海经济区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７

南部沿海经济区 ０. ０６８ ０. １１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４ ０. １１５ ０. ０８７

黄河中游经济区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９

长江中游经济区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５

西南经济区 ０. ０５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６ ０. １０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１

西北经济区 ０. ０８０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９

表 ３ 显示，全国数字经济指数的 β 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同时满足绝对收敛和条

件收敛；八大经济区各自的 β 系数均显著为负，即虽然各经济区泰尔指数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
但收敛性分析依然预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趋同态势。 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泰尔指数

主要为截面上的考察，并未考虑时间和区域的特征，收敛性分析则纳入这部分因素描绘了整体趋

势。 具体来看，南部沿海经济区绝对收敛下的 β 系数仅在 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有发散的倾向，并
且其和北部沿海经济区的绝对收敛速度都较低，条件收敛速度较高，这也是两者内部发展差距

大、距离稳态水平较远所致。 而西南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绝对收敛速度更快，考虑到西北城市的

空缺，后者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但两者总体情况应当要好于北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

区。 此外，东部沿海经济区有着同北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相似的情况，结合前文，主
要还是因为内部的城市已经取得较好发展且距离稳态水平有更大的空间，总体上仍是最为均衡

的区域。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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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泰尔指数和收敛性分析的考察结果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基本实现了均衡发展，
地理上主要是长三角地区联动周边区域支撑起整体格局，而京津冀、珠三角和广大西部地区的城

市之间相继存在普通城市同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差距较大的问题，这是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中失衡的地方所在。 即使收敛分析结果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具有持续的趋势，这一问题短

期内仍将尖锐，需要更多关注。

　 　 表 ３ 数字经济指数的收敛结果

变量 ／经
济区

绝对收敛

全国 东北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 西北

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１

－ ０. ０７０７∗∗∗

（ － ７. ０４１）
－ ０. １４５∗∗∗

（ － ３. １４６）
－ ０. ０５４５∗∗

（ － ２. ０７８）
－ ０. ０７９７∗∗∗

（ － ３. ３０７）
－ ０. ０４１４∗

（ － １. ８６７）
－ ０. １２７∗∗∗

（ － ３. ９８５）
－ ０. １０６∗∗∗

（ － ２. ８９０）
－ ０. １２７∗∗∗

（ － ２. ６６１）
－ ０. ２３０∗∗∗

（ － ３. ７８０）

常数项
－ ０. ２１７∗∗∗

（ － ９. ０４９）
－ ０. ４４７∗∗∗

（ － ４. ３０９）
－ ０. １４８∗∗

（ － ２. ５３０）
－ ０. ０５６４

（ － １. ２８７）
－ ０. １０８∗∗

（ － ２. ０７６）
－ ０. ４１０∗∗∗

（ － ５. ８７２）
－ ０. ２５４∗∗∗

（ － ２. ８８８）
－ ０. ３６３∗∗∗

（ － ３. ５９６）
－ ０. ５５０∗∗∗

（ － ３. ８３３）

Ｒ２ ０. ２７６ ０. ４４２ ０. ３１３ ０. ３３４ ０. １９９ ０. ４９１ ０. ３３７ ０. ３６０ ０. ３１４

变量 ／经
济区

条件收敛

全国 东北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 西北

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１

－ ０. ８２１∗∗∗

（ － ３１. ２２）
－ ０. ８８２∗∗∗

（ － １４. ９０）
－ ０. ８７４∗∗∗

（ － １１. ３３）
－ ０. ９７４∗∗∗

（ － ９. ６２５）
－ ０. ８３７∗∗∗

（ － １２. ５４）
－ ０. ７９４∗∗∗

（ － １３. ４１）
－ ０. ７９０∗∗∗

（ － １２. ６７）
－ ０. ９２４∗∗∗

（ － １０. ２３）
－ ０. ７４８∗∗∗

（ － １１. ６８）

常数项
－ １. ４９３∗∗∗

（ － ３３. ０６）
－ １. ８３４∗∗∗

（ － １５. ７２）
－ １. ４４４∗∗∗

（ － １１. ４４）
－ １. １６３∗∗∗

（ － ９. ５０７）
－ １. ２２７∗∗∗

（ － １２. ７６）
－ １. ６４６∗∗∗

（ － １３. ９２）
－ １. ４３９∗∗∗

（ － １３. ８９）
－ １. ７７４∗∗∗

（ － １１. ２１）
－ １. ６０１∗∗∗

（ － １０. ６２）

Ｒ２ ０. ５４６ ０. ６５２ ０. ５８７ ０. ６３３ ０. ５０９ ０. ６５２ ０. ５７１ ０. ６２２ ０. ４３５

观测值 ２２４０ ２６３ ２４０ ２００ ２５６ ３６８ ４００ ３５２ １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下同），括号内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１ 表示对数数

字经济指数的一阶滞后项。

五、 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延伸分析：基于亲贫性视角

前文通过泰尔指数和收敛性分析方法，初步考察后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基本实现均衡发展。 在

此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采用 ＦＧＴ 指数和增长发生曲线的方法，从亲贫性视角就数字经济发展均

衡的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能否长期持续等问题进行考察，以探讨中国数字经济是否实现高质量

的均衡。
（一）研究方法

１． ＦＧＴ 指数

在考察亲贫性之前，首先需要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进行评估，并探索其中潜在的作

用机制。 ＦＧＴ 指数由 Ｆｏｓｔｅｒ 等（１９８４）提出，通过对贫困群体不同水平的赋权完成对贫困的测

度，现今已是一套评价经济增长和解析贫困成因的成熟体系。 ＦＧＴ 指数的连续形式为 Ｐα（ｘ，ｚ） ＝

∫Ｈ０ ｚ － ｘ
ｚ

æ

è
ç

ö

ø
÷

α

ｄｐ，其中随机变量 ｘ 为个体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ｚ 为外生的贫困线，由于数字经济指数

是合成指标，没有确切的贫困线标准，我们将贫困线分别取 ０. １ 和 ０. １５ 进行对比观察。

９９



依据 ｘ 与城市 －数字经济指数分布的洛伦兹曲线 Ｌ（ｐ）的关系，即 ｘ ＝ μＬ′（ｐ），μ 为数字经济指数

的平均值，Ｐα（ｘ，ｚ）可表示为更一般的形式：Ｐα ＝ ｐα（μ，Ｌ） ＝ ∫Ｈ０ １ － μ
ｚ Ｌ

′（ｖ）[ ]
α

ｄｖ。 该式中 α 为不平

等厌恶参数，一般取 ０、１、２。 α ＝ ０ 时，Ｐ０ ＝ Ｈ，ＦＧＴ 指数为贫困发生率，表示贫困广度；α ＝ １ 时，Ｐ１ ＝

Ｈ － μ
ｚ Ｌ（Ｈ），ＦＧＴ 指数为平均贫困缺口，表示贫困深度；α ＝２ 时，Ｐ２ ＝ ２Ｐ１ － Ｈ ＋ μ

ｚ
æ

è
ç

ö

ø
÷

２ ∫Ｈ０ ［Ｌ′（ｖ）］ ２ｄｖ，

ＦＧＴ 指数为平方平均贫困缺口，表示贫困强度。
ＦＧＴ 指数需要知晓洛伦兹曲线 Ｌ（ｖ）的表达式，参考张克中和冯俊诚（２０１０）的研究，采用 Ｂｅｔａ

模型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的洛伦兹曲线：Ｌ（ ｖ） ＝ ｖ ＋ θｖγ （１ － ｖ） δ，其中 ｖ 为城市数量占比，本文通过

ＯＬＳ 方法估计各年的参数 θ、γ、δ，后续洛伦兹曲线的变化均取决于三者。 通过 ＦＧＴ 指数，可继续得

到各时段之间的变化值：ΔＰα ＝ ｐα（μｔ ＋ １，Ｌ ｔ ＋ １） － ｐα（μｔ，Ｌ ｔ）。 ＦＧＴ 指数的思想认为经济增长和公平

形势的变化是减少 ／增加贫困最主要的因素，可以就此分解得出受这两项因素影响的变化值 ΔＰμ
α、

ΔＰＬ
α，即 ΔＰα ＝ ０. ５ΔＰμ

α ＋ ０. ５ΔＰＬ
α：

ΔＰμ
α ＝ ［ｐα（μｔ ＋１，Ｌ （ｐ） ｔ ＋１） － ｐα（μｔ，Ｌ （ｐ） ｔ ＋１）］ ＋ ［ｐα（μｔ ＋１，Ｌ （ｐ） ｔ） － ｐα（μｔ，Ｌ （ｐ） ｔ）］ （２）

ΔＰＬ
α ＝ ［ｐα（μｔ ＋１，Ｌ （ｐ） ｔ ＋１） － ｐα（μｔ ＋１，Ｌ （ｐ） ｔ）］ ＋ ［ｐα（μｔ，Ｌ （ｐ） ｔ ＋１） － ｐα（μｔ，Ｌ （ｐ） ｔ）］ （３）

其中，ΔＰμ
α 表示不平等不变时，数字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ΔＰＬ

α 表示数字经济增长水平不变

时，不平等的边际影响。
２． 增长发生曲线

增长发生曲线（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ＧＩＣ）由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３）提出，核心思想为：贫
困的减少来自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只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群体，便可以通过

收入差距的下降联动经济增长产生减贫效应，提高整体社会福利。 形式上，将各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由高到低排列，令 Ｆｔ（ｙ）表示 ｔ 时期数字经济指数低于 ｙ 的城市累积分布函数（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ＤＦ），ＣＤＦ 的反函数即可表示为第 ｐ 百分位对应的数字经济指数：ｙ ｔ（ｐ） ＝ Ｆ － １

ｔ （ｐ）。 接着

可以计算 ｔ － １ 期和第 ｔ 期第 ｐ 百分位上数字经济增长率：ｇ ｔ（ｐ） ＝
ｙ ｔ（ｐ）
ｙ ｔ － １（ｐ）

－ １。

由此各分位点变化形成的轨迹便是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增长发生曲线。 增长发生曲线对于亲贫

性有两种判定。 （１）如果增长发生曲线在所有百分位上都大于 ０ 并向右下方倾斜［ｇｔ（ｐ） ＞ ０，对于任

意 ｐ］，为弱绝对亲贫，即低水平城市的数字经济不仅实现增长，与中高水平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在缩

小。 （２）如果增长发生曲线只向右下方倾斜，则为相对亲贫，即低水平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长率超过平

均增长率，至少能够减少增长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照增长发生曲线的思想，如果低水平地区的数

字经济能够比高水平地区增长得更快，或者下降得更慢，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就能够保持均衡。
３． 减贫等值增长率

增长发生曲线虽然能够判定数字经济发展的亲贫性，但其亲贫性判定主要依据数字经济增长

率变化趋势的图形走势，且相对亲贫的判定标准有些宽泛，当走势并非线性右倾时，整体发展的亲

贫性便有赖于主观判断。 因此，对于亲贫性的准确判定还需要借助新方法。 减贫等值增长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ＰＥＧＲ）是以 ＦＧＴ 指数测算结果为基础衍生的反事实分析，通过对

比现实增长率与反事实下的减贫等值增长率判定发展的亲贫性。 减贫等值增长率能够对亲贫性

做出更为精细的划分，有效判定整体发展是否在改善贫困群体。 因此，我们将两种方法融合，通过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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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合图形的方式完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亲贫性的综合判断，同时也是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减贫等值增长率的计算基于三项前提假设：（１）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平等没有发生变化；（２）贫

困线不发生改变；（３）其减（增）贫幅度与实际增长率的减（增）贫幅度相同。 通过固定不平等、贫
困线和总体的影响，所得到的 ＰＥＲＧ 即是反事实条件下剔除“杂质”的“纯净增长率”，其带来的贫

困减少即为 τμ
αω∗，ω∗为减贫等值增长率，实际贫困减少则为 ταω，ω ＝ ｌｎ（μｔ ＋ １） － ｌｎ（μｔ），为实际增

长率。 根据假设 τμ
αω∗

α ＝ ταω，可得 ω∗
α ＝

τα

τμ
α
ω。 由于本文贫困线为固定值，故只需控制发展差距这

一项条件。 ω∗
α 和 ω 之间大体有 ６ 种判定关系：（１）反贫：ω∗

α ＜ ω ＜ ０，经济处于衰退且贫困群体的

损失高于非贫困群体；（２）灾难性增长：ω∗
α ＜ ０，ω ＞ ０，经济处于增长但不平等增加的负面效应过大，

引起贫困增加；（３）相对亲贫：ω ＜ω∗
α ＜０，经济处于衰退但贫困群体较非贫困群体损失更少，从而使贫

困减少；（４）涓流效应：０ ＜ω∗
α ＜ω，经济处于增长的同时，不平等也在增加，但前者的正面效应超过后

者的负面效应，使贫困减少；（５）强亲贫：ω ＜０，ω∗
α ＞０，经济处于衰退但贫困下降更快，贫困因而减少；

（６）弱绝对亲贫：０ ＜ω ＜ω∗
α ，经济处于增长且贫困群体获益更多，贫困减少。 可以看出，增长发生曲线

下的弱绝对亲贫实际是减贫等值增长率的一项特例，反之减贫等值增长率对于增长发生曲线下的相

对亲贫和非亲贫情况做出了更细致的划分，其中的相对亲贫是增长发生曲线的特例。
（二）实证结果分析

如表 ４ 所示，对于贫困广度 Ｐ０，贫困线取 ０. １ 时，除 ２０１９ 年外，整体的贫困率不超过 １０％ ，水
平并不高；但当贫困线取 ０. １５ 时，贫困率快速上升，多数年份超过 ３０％ ，２０１９ 年甚至接近 ５０％ ，达
到新高。 同时，两种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在 ２０１９ 年之前保持相同变化趋势，即 ２０１２ 年上升至第一个

高点，之后便趋于下降，直到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分别升至高点，说明中国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

不时面对短期的衰退冲击，２０１９ 年冲击的影响则较之前的影响更大。 同时，０. １ 贫困线下的贫困

率的波动更大，０. １５ 贫困线却相对稳定，即低水平城市相对容易超过 ０. １，但不容易超过 ０. １５，有
一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长期处于 ０. １ ～ ０. １５。 这表明过去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基本实

现均衡，但低水平城市依然占有一定比重，且这部分城市面临着衰退问题，降低了数字经济整体的

发展质量，导致当前低质量的均衡。 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变化趋势同贫困率基本一致，只是更

为缓和，且整体水平并不高。 相对来说，两者在 ０. １ 贫困线下水平都较低并且趋势平缓，在 ０. １５ 贫

困线下则波动明显并且水平增长明显，说明水平明显低于贫困线的城市数量并不多，大部分还是

接近贫困线，于附近徘徊。 同贫困率一样，２０１９ 年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明显提高，说明这一年是

全方位的衰退。 因此，２０１９ 年将是中国数字经济前后发展的分水岭，先前的均衡格局在波动中保

持稳定，自此之后外部冲击将倒逼科技升级，如何进一步恢复亲贫需要考量。

　 　 表 ４ 数字经济发展 ＦＧＴ 指数测算结果

ＦＧＴ 指数 Ｐ０ Ｐ１ Ｐ２

　 　 　 贫困线

年份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１ ０. １５

２０１１ ０. ０３２ ０. ３１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０. ０９６ ０. ４８２ ０. ０１４ ０. １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３ ０. ０５７ ０. ３６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０. ０５４ ０. ３９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１０１



续表 ４

ＦＧＴ 指数 Ｐ０ Ｐ１ Ｐ２

　 　 　 贫困线

年份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１ ０. １５ ０. １ ０. １５

２０１５ ０. ０５４ ０. ３６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２８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７ ０. ０９６ ０. ４６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８ ０. ０３９ ０. ２９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０. １１１ ０. ４９３ ０. ０１６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８

表 ５ 显示 ＦＧＴ 指数经过分解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是数字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两方面因素的合力贡献。 （１）贫困线为 ０. １ 时，数字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的边际影

响要强于不平等，对于贫困广度则正好相反，不平等的边际影响在 ２０１８ 年之前普遍高于经济增长，即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城市，不平等形势的改变对贫困的影响更深。 但是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数

字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广度的影响明显扩大，差距贡献超过 ８０％，成为衰退的主要因素。 短期内数字

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正负参半，对于贫困强度的影响基本为正，不平等对于贫困

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则多数时候皆为正。 两者的影响经常出现正负交替作用，叠加到长

期后便表现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数字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各自贡献 ５０％，造成 ２０１９ 年较 ２０１１ 年贫困率增

加 ７. ９％。 由此，虽然数字技术能够更快地传播，产生范围经济，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但是因为各

类城市的发展基础差异，数字经济增长更多集中于发达城市，而欠发达城市增长不足，贫困形势于是

恶化。 不过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等工作的开展，不平等格局于近些年开始改善，对贫困的影响减弱，增
长不均成为主要问题。 （２）贫困线为 ０. １５ 时，能够直观地看到数字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影响都有所

扩大，且前者的影响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明显超过后者。 累积至长期时，数字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对于贫困

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依然是正向影响，并且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特别是对于贫困广度的影响。
可见，在贫困线提高、更多中低水平城市被计入贫困后，欠发达城市数字经济增长不足的缺陷被放大。
而中低水平城市的衰退也加剧了均衡形势的恶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由贫困广度向贫困深度传导。
结合贫困线为 ０. １ 时的结果，可以判断增长差距是导致数字经济发展失衡的主因，而国家的扶贫工作

虽然在逐步改善不平等格局，促进均衡发展成形，但新的衰退又对当前的均衡造成更多挑战。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可以视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成长期，２０１９ 年则逐渐步入调整期，新的阶段里，提振中间水平

城市群的发展将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中国数字经济向高质量均衡发展迈进的挑战。

　 　 表 ５ 数字经济发展 ＦＧＴ 指数分解结果

贫困线 ＝ ０. １

ＦＧＴ 指数 Ｐ０ Ｐ１ Ｐ２

　 　 分解项

年份　 　
ΔＰμ

０ ΔＰＬ
０ ΔＰ０ ΔＰμ

１ ΔＰＬ
１ ΔＰ１ ΔＰμ

２ ΔＰＬ
２ Δ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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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贫困线 ＝ ０. １

ＦＧＴ 指数 Ｐ０ Ｐ１ Ｐ２

　 　 分解项

年份　 　
ΔＰμ

０ ΔＰＬ
０ ΔＰ０ ΔＰμ

１ ΔＰＬ
１ ΔＰ１ ΔＰμ

２ ΔＰＬ
２ ΔＰ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９２ ０. １６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１４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０. １０３ ０. ０７２ ０. １７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 ０. １１０ － ０. ０６１ － ０. １７１ －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０. １４３ ０. ０５７ ０. ２０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６２ ０. １７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在数字经济发展 ＦＧＴ 指数分解的结果上，最后结合增长发生曲线和减贫等值增长率对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的亲贫性进行考察，以判断均衡发展是否能够持续。 图 １ 显示，（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三个年份区间呈现明显的右下倾斜趋势，满足相对亲贫条件。 其

中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除了最高分位附近的部分城市外，绝大部分城市都取得正增长，且中下分位城市

更为明显。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与之相似，只是中上分位城市增幅较小，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则是最低分位和

部分高分位城市出现下滑，但中下分位城市取得较大增长。 故在形势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最接近弱

绝对亲贫，其次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两个年份区间。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三个年份区间呈现右上倾斜趋势，明确表现为非亲贫。 同样，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非

亲贫特征最为明显，大部分城市出现下滑，且低分位城市最为严重，与高分位城市间的差距显著扩

大。 （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两个年份区间整体呈现平行变化，只在局部有右倾趋势，无
法明确判定亲贫性，还需要进行深入。

３０１



综上，在八个年份区间中，亲贫与非亲贫的年份区间各有三个，此外还有两个尚不能确定。 再

由表 ６ 继续观察，首先，无论贫困线为 ０. １ 还是 ０. １５，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三个年份区间都是明显的反贫，与增长发生曲线结果一致，表明衰退期间低水平的城市更容易

受到不利影响。 其次，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两个年份区间在两种贫困线下主要表现为

弱绝对亲贫，例外的是 ０. １ 贫困线下贫困率表现为涓流效应，０. １５ 贫困线下贫困深度则分别表现

出灾难性增长和涓流效应，说明这一阶段城市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存在波动。 最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三个年份区间大部分为弱绝对亲贫，发展恢复时，低水平城市也能

够更快地恢复，这可能是因为国家的关注为这部分城市提供了额外的保障，使得其遭遇风险时能

够快速止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在 ０. １５ 贫困线下于贫困强度也出现了灾难性增长，这可能是前些年

波动积累的结果，也是造成下一年转为反贫的先兆。 总体而言，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中间多数时候城市

数字经济都在趋向均衡发展，具有持续性；大体上 ２０１６ 年之前为过渡期，２０１７ 年后则基本形成较

为稳定的均衡发展，结合前文，这也说明国家长期以来的工作取得了效果。 但是，２０１９ 年的冲击打

破了先前的格局，使之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节点，后续步入调整期。

图 １　 历年增长发生曲线（ＧＩＣ）情况

　 　 表 ６ 数字经济发展 ＦＧＴ 指数亲贫性判定结果

贫困线 ＝ ０. １
　 　 ＰＥＲＧ
年份　 　 　

Ｐ０（ω∗
０ ） Ｐ１（ω∗

１ ） Ｐ２（ω∗
２ ） 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 ０. ３８１ 反贫 － ０. １８９ 反贫 － ０. １０５ 反贫 － ０. ０６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 １３８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８４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３６ 涓流效应 ０. ０４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 ００１ 涓流效应 ０. ００３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１８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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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贫困线 ＝ ０. １５
　 　 ＰＥＲＧ
年份　 　 　

Ｐ０（ω∗
０ ） Ｐ１（ω∗

１ ） Ｐ２（ω∗
２ ） ω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０. ０００ 涓流效应 ０. ０１１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１７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０. ２４０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９７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２４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 ０. １８６ 反贫 － ０. １８４ 反贫 － ０. １６７ 反贫 － ０. ０７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０. １５１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３９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１１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９７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 ０. １９０ 反贫 － ０. １８６ 反贫 － ０. １５６ 反贫 － 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 ０. ２２５ 反贫 － ０. １９２ 反贫 － ０. １４４ 反贫 － ０. １１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 ０. １３３ 反贫 － ０. １８２ 反贫 － ０. ３３８ 反贫 － ０. ０６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 ０９７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１０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６６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４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 ０１６ 弱绝对亲贫 － ０. ００４ 灾难性增长 ０. ００３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０. ０１３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０６ 涓流效应 ０. ０２３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０. ０５２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２１ 弱绝对亲贫 － ０. ５２７ 灾难性增长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 ０. １３２ 反贫 － ０. １５８ 反贫 － ０. ２７４ 反贫 － ０. ０７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０. １５０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５３ 弱绝对亲贫 ０. １１９ 弱绝对亲贫 ０. ０９７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 ０. ２０２ 反贫 － ０. ２０６ 反贫 － ０. １７４ 反贫 － 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 ０. １７２ 反贫 － ０. １９９ 反贫 － ０. ２１７ 反贫 － ０. １１２

最后，再由图 ２ 观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长期的亲贫性特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增长发生曲线表现为

明显的右上倾斜趋势，尽管最低分位附近的下滑幅度要小于平均幅度，但是在 ５％ ～ ９５％分位的城

市中，较低分位城市下滑幅度明显高于较高分位城市。 表 ６ 则显示 ９ 年变化叠加后，０. １ 贫困线和

０. １５ 贫困线下的贫困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表现为反贫，再次凸显出 ２０１９ 年的显著影响。 但

是，如先前分析所述，增长发生曲线和减贫等值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并非只

是短期内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能够长期保持的趋势，具有历史基础。 同时，亲贫性结果也进一步

解释了前文中泰尔指数和收敛性分析之间的差异。 泰尔指数主要是各城市与平均值之间差距的

比较，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区间为［０. １７６，０. ２０３］，中位数区间为［０. １５２，０. １８１］，相比于低水平城

市，中间水平同高水平城市间的差距更大。 所以高水平城市对于泰尔指数的影响更大，当占据多

数的中间水平或低水平城市出现衰退，与之相对差距扩大甚至形成反贫时，便会引起泰尔指数的

波动。 但是也如表 ６ 所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连续的亲贫发展，同样表明中间水平和低水平城市同高

水平城市之间的相对差距已有所遏制，成为收敛趋势能够形成的基础。 据此，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可算

作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成长期，由于数据的共享性特征，以及恰好数字技术开始扩散，使得高速增

长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整体的增长。 期间各城市也因自身条件等差异引致发展失衡恶化，但在国

家各方面工作的作用下使之有所遏制。 随着新一轮调整期的到来，缩小差距与实现高质量均衡将

成为叠加的目标，为此振兴中间及中低水平城市群体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是其中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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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增长发生曲线（ＧＩＣ）变化趋势

六、 结论与建议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已成长为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核心，但是增长成果必须能够为全民共享，才
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需要不同地区都能够通过数字经济取得增长，实现均衡发展。 因此，
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出发，围绕中国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一核心问题，通过测算数字经济指数，并
基于增长发生曲线、ＦＧＴ 指数等方法，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１）中国数字经济过去实现了低质量均

衡发展，主要体现在大部分普通城市的发展水平相近，但是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同普通城市差

距明显。 （２）地理分布上，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的东部沿海经济区是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代表，其
与延伸的周边区域是中国数字经济能够均衡发展的基石。 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西南地区和

西北地区则是发展差距较大的区域，也是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失衡所在。 这也成为中国南北经济发

展差距的缩影。 （３）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的增长不均扭曲数字经济增长，成为贫困加深、发展失

衡的主要原因，国家过去的各项工作已经逐渐弱化这部分的影响，促成了均衡发展，但 ２０１９ 年的外

部冲击打破了这一格局，重新加深了贫困和失衡。 （４）从研究结论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亲

贫性，均衡发展是一个能够长期保持的态势。 ２０１９ 年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恢复亲贫性和实现高质量的均衡发展的目标叠加，振兴广大的中、低
水平城市群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将是其中的首要任务。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今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提质增效，进一步深化均衡发展，这需要

从欠发达城市数字化水平提升等方向入手，以缩小顶级城市，一、二线城市，省会城市同普通城市

间的差距。 均衡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数字经济本身，还是南北发展差距问题的重要组成，必须积

极应对以提升质量。 对此，本文认为应当从三个方向采取措施。
第一，完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帮扶制度的建设，拓宽合作路径。 目前欠发达地区与发达

地区形成了先行者与追赶者的定位，这需要一边协调现有的帮扶制度，一边发掘更多的合作路径。
首先，引导发达地区更多参与欠发达地区数字服务设施建设，在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科技研发等

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配套服务提供支持。 其次，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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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进欠发达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算力、能源领域的供需

互补关系为后者打造数据存储和算力储备的基地，提升数据中心跨网络、跨地域的数据交互能力，
并进一步发掘产业互补点。 最后，还要加强欠发达地区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思维，提高数字技能和

数据管理能力，这一方面需要加强本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需

要增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交流，引导后者为前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培训。
第二，提高对中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强化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小城市数字经

济在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出现明显下降，需要进一步提高其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保障其

发展。 对此，一是要健全法律法规，修补数字产权、数据隐私等领域的漏洞，强化对数字技术知识

产权的保护，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明确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其行业自律意识，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

境。 二是提高中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一方面是加强深度，引导更多企业连接数字化服务，系
统推进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管理等业务上的全面转型；另一方面是扩大广

度，进一步带动数字产业和服务在“三农”、扶贫领域的应用，促进智慧农业、智慧物流、智能扶贫领

域实践创新，补足中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短板。
第三，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 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且一、二线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也受挫于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作为科技

创新的主力，顶尖城市应当结合自身技术、人才、市场的优势，建设高速泛在、云网融合、绿色可控

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６Ｇ）网络技术储备等前沿领域。 同

时优化专利申请、产权转移等方面的制度流程，提高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产学研体系的联动效

率，更好地参与高精度芯片等关键性产业的突破。 此外，基于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共享性等特

点，要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在数据质量提升工程的框架下开展数据资源标准化工作，以及

数据确权和定价服务试验，推进建设数据交易平台，培育数据服务商，促进数据在地区和城市之间

更为广泛、高效地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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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ａｌａｘ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２１． Ｃｈｅｎｅｒｙ， Ｈ．， 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 Ｍ． Ｓ．， Ｂｅｌｌ， Ｃ． Ｌ． Ｇ．， Ｄｕｌｏｙ， Ｊ． Ｈ．， ＆ Ｊｏｌｌｙ， Ｒ．，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２２．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 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 Ｅ．，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Ｃ．， ＆ Ｓｈａｆｅｒ， 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Ｕｓｅ：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ｚｔｅｒ． ｃｏ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ｓ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ｅｔａｌ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ｄｆ， ２００４．

２３． Ｄｏｌｌａｒ， Ｄ．， Ｋｌｅｉｎｅｂｅｒｇ， Ｔ．， ＆ Ｋｒａａｙ， 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８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３５ － ３７７．

２４． Ｆｏｓｔｅｒ， Ｊ．， Ｇｒｅｅｎ， Ｊ．， ＆ 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 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ｌ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３， １９８４， ｐｐ. ７６１ －

７６６．

２５． Ｇａｌｉｎｄｏ⁃Ｍａｒｔíｎ， Ｍ．， Ｃａｓｔａñｏ⁃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Ｍ．， ＆ Ｍéｎｄｅｚ⁃Ｐｉｃａｚｏ，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１０１， ２０１９， ｐｐ. ５２２ －５２７．

２６． Ｇｒｏｓｓｅ， Ｍ．， Ｈａｒｔｔｇｅｎ， Ｋ．， ＆ Ｋｌａｓｅｎ， 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６，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０２１ － １０４７．

２７． Ｈａｎ， Ｘ．， Ｚｈｅｎｇ， Ｘ．， ＆ Ｘｉｅ， 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２， ２０２２， １０１７２９．

２８． Ｋｌａｓｅｎ， Ｓ．， Ｒｅｉｍｅｒｓ， Ｍ．，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９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４７ － １６８．

２９． Ｋｒａａｙ， Ａ．， Ｗｈｅｎ 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８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９８ － ２２７．

３０． Ｒａｇｎｅｄｄａ， Ｍ．，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 Ｗｅｂｅｒ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３１．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Ｍ．， Ｃｈｅｎ， 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 ７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３， ｐｐ. ９３ － ９９．

３２． Ｓｏｎ， Ｈ． Ｈ．，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 ８２， Ｎｏ. ３，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０７ － ３１４．

３３． Ｓｏｎ， Ｈ． Ｈ．， Ｋａｋｗａｎｉ， 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６，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０４８ － １０６６．

３４． 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 Ａ． Ｊ．， Ｈｅｌｓｐｅｒ， Ｅ． Ｊ．，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Ｍｏｓｔ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Ｌ．，

Ｓｈｅｌｉａ， Ｒ． Ｃ．， Ｊｅｒｅｍｙ， Ｓ．，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ｉｎｇｌｅｙ Ｗａｒｄ： Ｅｍｅｒａｌｄ Ｇｒｏｕ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９ － ５３．

３５． 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 Ａ． Ｊ．，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Ｊ． Ａ．，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Ｓｈｉｆｔ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Ｕｓａｇ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ｐ. ５０７ － ５２６．

３６．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Ｊ．，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５０７ －５２６．

３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ｄ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ｏ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ＩＡＯ Ｙｉｎｘｕｅ， ＨＵＡＮＧ Ｑｕｎｈｕ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０８３６）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ｒｅ ｋｅ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ｆ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ｒｅ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８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８，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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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ｇａｐｓ． Ｓｏ， ｉ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ｒｙ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ｉ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ａ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ｇａｐ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Ｐ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２８０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ＦＧＴ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 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２ ） 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ＦＧ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１）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ｏｗｎ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ｂｕｔ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ｃｕｔｅ． （２）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３） Ｓｕｃｈ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ｏ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ｌｉｎｋ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２ ）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ｄｅｅｐ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ｏ⁃ｐｏｏｒｎｅｓｓ
ＪＥＬ： Ｏ１１， Ｒ１１， Ｃ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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